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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中非经贸关系能否缓解非洲
“过早去工业化”

———基于贸易与投资视角

郭　 浩, 李荣林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深化中非经贸关系能够为非洲国家应对“过早去工业化”提供新动能。
本文基于扩展的 Krugman 模型, 论证了产业间贸易环境下贸易、 投资与工业发展之

间的理论联系, 并通过识别和构建非洲“过早去工业化”指标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能够缓解非洲国家“过早去工业化”, 并促进

其工业发展。 扩展分析发现, 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深化中非经贸关系具有积极的作

用, 对非贸易与投资能够显著缓解拥有境外经贸合作区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
深化中非经贸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非洲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工业发展与经济增

长, 具有良好的“益贫性”效应。 本文研究为非洲国家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以及中

国对非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过早去工业化”; 中非贸易; 境外经贸合作区; Logi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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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与文献综述

“过早去工业化”不同于发达国家正常“去工业化”, 它通常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或中低收入水平国家, 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Page, 2012; Amirapu 和 Subra-
manian, 2015), 主要表现为“去工业化”并没有出现在经济高增长阶段, 而是普遍

出现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 即相对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拐点

所对应的人均 GDP 水平更低, 工业规模也更低(Rodrik, 2017)。 “过早去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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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会拖累经济增长和减少就业( Greenstein 和 Anderson, 2017) , 还会加剧收入

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 Grabowski, 2017) , 对一国经济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非洲作为全球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在地, 其“过早去工业化”问题备受国际组

织和学术界关注。 Grabowski(2015)研究发现, 非洲有十余国家正在经历严重的“过

早去工业化”, 例如坦桑尼亚、 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等。 深究“过早去工业化”的原

因可以发现, 农业的不发达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过快(Ramachandran 等, 2009), 促

使劳动力生活成本和企业用工成本提高, 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扩大生产和发挥规模

经济效应(Gelb 等, 2013)。 部分非洲国家资源依附性过强导致产业畸形发展, 如

尼日利亚将资源过度集中在石油行业导致“荷兰病”问题严重( Itaman 和 Awopegba,
2021); 还有部分非洲国家铁路和公路等重要基础设施规划不合理, 抑制了工业发

展(Bonfatti 和 Poelhekke, 2017)。 从影响来看, “过早去工业化”导致最能够吸收劳

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停滞, 阻断了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转移劳动力, 进而

导致劳动力浪费和失业问题( Vries 等, 2015)。 另外, 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

说, 通过结构变化实现生产资源转移获取静态收益, 再通过制造业的生产率趋同效

应实现动态收益, 是最为可行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道路(Lewis, 1954)。 但“过早去工

业化”国家由于大量劳动力资源无法顺利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至制造业部门,
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收益无法实现, 致使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

目前, 全球经济正在逐渐复苏, 但地缘政治影响增加了全球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 拥有长期合作关系和共同发展诉求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迎来

了黄金发展时期, 这对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和推进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建设至关重要。 新时期的中非经贸关系必定是双赢的, 特别是中非贸易与投资对

于缓解非洲“过早去工业化”, 推动工业发展、 就业扩张以及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

贡献。 然而, 部分西方学者恶意指责中非经贸关系, 认为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

是资源寻求型的(Kolstad 和 Wiig, 2011), 并会产生“挤出效应”, 限制了非洲工业

和本土企业的发展(Claassen 等, 2012)。 对此, 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深化

中非经贸关系, 特别是加强中非贸易与投资能否缓解非洲“过早去工业化”, 并促

进其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双重检验。 这不仅是对西方国家恶意抹黑中非经贸关

系的有力回应, 更能为深化中非经贸关系和实现互利共赢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

指导。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国内鲜有关于非洲“过早去工业

化”的相关研究, 本文基于“过早去工业化”视角探讨中非经贸关系和非洲工业化进

程, 能够为研究非洲“过早去工业化”问题和深化中非经贸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第

二, 基于扩展的 Krugman 模型构建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促进非洲工业发展的理论基

础, 为相关的贸易、 投资与工业化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第三, 创新性地提出“三步

法”识别和构建非洲“过早去工业化”指标, 并基于该指标使用 Logit 模型实证检验

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缓解非洲“过早去工业化”的效应, 为促进非洲国家工业发展

和深化中非经贸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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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一)基本模型设定

在全球化背景下, 发达国家间或相似要素禀赋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逐渐成为国

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但南北国家间以及差异要素禀赋国家间仍存在大量的产业间贸

易。 其中,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模式便体现出典型的产业间特征, 特别是在工业

和制造业领域, 中国凭借技术和熟练劳动力优势向非洲出口工业制成品, 而非洲凭

借资源优势和非熟练劳动力向中国出口矿产品和相关初级加工品。 因此, 基于双方

工业发展和贸易特点, 可大致将中国视为出口工业产品的工业化国家, 而将非洲视

为出口非工业产品的非工业化国家。 本文的理论模型正是基于此思路展开的, 并借

鉴和沿用 Dixit 和 Stiglitz(1977)、 Krugman(1981)关于不完全竞争和产业内贸易模

型的研究与模型假设, 构建一个两地两行业模型①。
首先, 设定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如下:

U = ln ∑
N1

i = 1
cθ1, i( )

1
θ + ln ∑

N2

j = 1
cθ2, j( )

1
θ , 0 < θ < 1

 

(1)

式(1)中, c1 表示工业产品, c2 表示非工业产品, 即消费者通过工业产品和非工

业产品的消费来实现最终效用; 工业产品和非工业产品中仍有大量细分产品, 用

c1, i 和 c2, j 表示, 所有产品都对称地进入需求; θ 衡量了不同产业中产品的可替代

性, θ 越大, 产品可替代性越强。
其次, 设定产品成本函数如下:
　 　 　 　 　 　 　 　 l1, i = α + βx1, i, i = 1, …, n1 (2)
　 　 　 　 　 　 　 　 l2, j = α + βx2, j, j = 1, …, n2

 (3)
式(2)和式(3)中, l1 和 x1 分别是工业产品的投入与产出, l2 和 x2 分别是非工业

产品的投入与产出。 与 Krugman(1981)不同的是, 此处本文将产品投入扩展为投入

要素包, 并设定形式如下:
　 　 　 　 　 　 　 　 　 　 　 　 l1 = min l, ak{ }

 

(4)
　 　 　 　 　 　 　 　 　 　 　 　 l2 = min l, bk{ }

 

(5)
式(4)和式(5)中, l1 是工业投入要素包, 均衡生产时有 l = ak ; l2 是非工业投入

要素包, 均衡生产时有 l = bk , 并且假设 a > b , 即工业产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产品, 非工业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一单位劳动( l )和相应资本( ak 或 bk )组成

特定生产要素包, 而生产要素包特定用于生产工业或非工业产品, 同时生产一种特

定产品所需的投入要素包(包括固定的生产成本和可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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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每种产品的产量是该产品个人消费的总和, 每个行业的总就业人数是生

产所有单个产品的就业人数的总和。 在充分就业状态下, 设定劳动力方程如下:

　 　 　 　 　 　 　 　 　 ∑
n1

i = 1
l1, i =L1 = 2 - z, 0 < z < 1 (6)

　 　 　 　 　 　 　 　 　 ∑
n2

j = 1
l2, j =L2 = z, 0 < z < 1

 

(7)

式(6)和式(7)中, 每个国家总劳动力设为“2”, 参数 z 衡量劳动力在两个行业

的分配比例。 由于每个要素包中包含一单位劳动力, 参数 z 同时也体现了投入要素

包在两个行业的分配比例。
(二)开放均衡与研究假说

开放条件下沿用 Krugman(1981)研究中的镜像国家假设和零交易成本假设, 重

点考虑不同要素禀赋情况下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 设定参数 z 很小或接近于 0,
即对中国来说, 其投入要素包或劳动力主要用于工业产品生产, 从而使工业产品价

格较低, 而非洲作为镜像国家主要进行非工业产品生产, 两个区域的要素禀赋不

同, 从而进行产业间贸易。 此时有①:
　 　 L1 = 2 - z > L2 = z, L∗

1 = z < L∗
2 = 2 - z (8)

　 　 p1 = θ -1βw1, p2 = θ -1βw2, p∗
1 = θ -1βw∗

1 , p∗
2 = θ -1βw∗

2 (9)
需要注意的是, 对称性假设确保了所有行业和国际上的工资都是相等的, 即

w1 =w2 = w∗
1 =w∗

2 = w 。 此外, 由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和零利润条件可得 n1 =n∗
2 =

(2 - z) / (α + βx1) = (2 - z) / ασ , n2 =n∗
1 = z / (α + βx2) = z / ασ 。

基于研究主题, 重点考虑中非贸易对非洲国家效用水平的影响, 非洲国家效用

水平用式(10)表示:

　 　 U∗ = 1
σ - 1

lnn∗
1 + 1

σ - 1
lnn∗

2 + ln w
p∗

1

+ ln w
p∗

2

- 2ln2 =

　 　 　 　 1
σ - 1

ln z
ασ( )

 

+ 1
σ - 1

ln 2 - z
ασ( )

 

+ ln w
p∗

1

+ ln w
p∗

2

- 2ln2
 

(10)

式(10)表明, 中非贸易从产品种类和实际收入两个角度提升非洲国家的效用

水平。 一方面, 中非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 增加了产品种类, 使得更多种类产品可

供非洲消费者选择; 另一方面, 中非贸易促进了分工, 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专

业化产品价格, 进而增加了非洲消费者实际收入, 潜在地增加了对工业产品和非工

业产品的需求。
进一步分析不同行业部门从封闭条件下转变为开放条件下非洲国家的福利变

化, 将开放条件下的效用水平减去封闭条件下的效用水平可得式(11)和式(12)。

　 　 　 　 　 　 ΔU∗
2 = 1 - θ

θ
ln 2

2 - z( ) + 1 - θ
θ

ln 2
z( ) - ln z

2 - z(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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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U∗
1 = 2θ - 1

θ
lnz - 1

θ
ln 2 - z( ) + 2 - 2θ

θ
ln2 (12)

对于非洲国家来说, 式(11)表示其丰裕要素部门, 即非工业产品的福利变化,
前两项均为正, 第三项正负取决于参数 z 。 由于设定参数 z 很小或接近于 0, 则有

ln( z / (2 - z)) < 0, 从而有 ΔU∗
2 > 0, 即非洲依赖于丰裕要素的非工业产品部门福

利水平在中非贸易后得到改善。 式(12)表示非洲稀缺要素部门, 即工业产品的福

利变化, 此时 ΔU∗
1 的正负取决于对 θ 进行设定。 因此, 本文进一步设定 θ < 0. 5,

即同一行业内产品可替代性不强, 主要是考虑到本文所研究的两个行业分别为工业

行业和非工业行业, 而各行业内存在进一步的细分行业类别, 不同细分行业类别存

在一定的差异性。 从中非贸易实践来看, 中国向非洲出口的工业产品主要包括纺织

品与服装、 石油化工产品、 金属产品、 电气与机械产品、 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
非洲向中国出口的非工业产品主要包括农业产品、 矿产品等资源与原材料产品, 各

产品间可替代性不强。 基于 θ < 0. 5 的设定, 式(12)中第一项为正, 第三项大于第

二项, 从而有 ΔU∗
1 > 0, 即非洲稀缺要素的工业产品部门福利水平在中非贸易后将

得到改善。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对非出口的工业产品中包含部分工业中间品,
例如机械设备、 交通设备以及工业半成品等。 综合来看, 在中非基于不同要素禀赋

的产业间贸易中( z 较小), 非洲国家丰裕要素的非工业产品部门福利得到了改善,
并且由于行业内产品可替代性不强( θ 较小), 稀缺要素的工业产品部门福利水平

也得到了提升。
此外, 基于投入要素包引入中国对非投资的分析。 由于 a > b , 当资本外生性

地从中国转移至非洲国家时, 同样的资本 k 用于工业生产需要配置 l / a 单位劳动

力, 用于非工业生产则需要配置 l / b 单位劳动力, 且有 l / a < l / b 。 由于非洲国家依

赖丰裕劳动力要素专业化生产非工业产品, 并且其丰裕要素部门在开放环境下福利

水平得到了更高提升, 因此非洲国家会把新得到的资本配置较少的劳动力用于工业

产品的生产, 从而使中国对非投资将会优先促进非洲工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 部分

中国对非投资协议或合同会带有工业倾向, 例如优先投资于交通设施、 水电设施以

及工程建设等工业领域或与工业密切相关领域,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对非

投资对工业领域发展的重视。
基于以上理论模型, 本文提出:
假说 1　 中国对非贸易促进了非洲工业发展, 能够缓解“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假说 2　 中国对非投资促进了非洲工业发展, 有助于缓解“过早去工业化”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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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过早去工业化”指标

1. 相关概念辨析

“过早去工业化”与工业化等相关概念具有密切联系但又明显不同: (1)工业

化, 主要描述工业部门增加值或就业份额随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趋势, 这一过程也

被描述为结构转型, 狭义的工业化特指工业曲线拐点之前的部分, 即图 1 中两条工

业发展曲线拐点之前的阶段, 而广义的工业化可涵盖整个工业发展曲线, “去工业

化”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 (2)“去工业化”, 也称为“正常去工业化”
或“成熟去工业化”, 主要指发达国家或地区工业份额在达到峰值开始下降之后的

工业发展阶段, 即工业发展曲线 1 拐点之后的部分; (3)工业化发展不足, 有时也

称正在工业化, 特征与狭义的工业化类似, 主要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前工业发展水

平较低, 但工业化发展处于上升时期, 即工业发展曲线拐点之前的部分, 或拐点之

前工业份额较低的部分; (4) “过早去工业化”是与“去工业化” “正常去工业化”或

“成熟去工业化”相对应的, 主要描述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一些相对落后发展中国

家工业份额在达到峰值之后的工业发展阶段, 如图 1 所示。 “过早去工业化”的核

心特征在于: 工业份额峰值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时期出现, 且工业份额峰值低于发

达国家工业拐点时所达到的份额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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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相关概念图示

2. 识别方法与结果

本文主要围绕“过早去工业化”展开论述, 而如何衡量和识别非洲“过早去工业

化”国家至关重要。 “过早去工业化”一词由 Dasgupta 和 Singh(2006)首次提出, 随

后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原因、 影响及应对措施,
极大地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 但却少有文献关注如何具体测度一个国家或地

区是否正在“过早去工业化”。 这可能与发展中国家大多统计体系不完善, 许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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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与数据无法得到且可信度不高有关。 目前, 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过早去工业化”,
如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判断方法主要为观察工业和制造业是否正在衰

退、 地区就业份额或增加值份额是否低于以往发达经济体标准、 人均收入水平是否

低于发达经济体拐点标准等简单的趋势判断和指标对比(Lee 和 Kim, 2020)。 对具

体国家或地区的判断同样采取类似方法, 例如 Grabowski(2018)对莫桑比克的识别、
Ullah 等(2020)对巴基斯坦的识别、 Andreoni 和 Tregenna(2021)对南非的识别以及

Lar 和 Taguchi(2022)对泰国的识别。
 

趋势判断和指标对比这种传统的识别方法可从大致趋势上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

是否正在“过早去工业化”, 通常是基于研究对象自身的工业发展趋势进行判别,
并没有严格遵循“过早去工业化”的核心内涵, 也没有科学的工业化拐点参照指标,
容易导致识别结果不准确。 例如, 南非工业增加值份额峰值和工业就业份额峰值对

应的人均 GDP 水平分别约为 5
 

581 美元和 4
 

858 美元, 低于发达国家工业化拐点对

应的人均 GDP 水平, 但远高于非洲绝大多数国家。 如果将南非定义为“过早去工业

化”国家, 那工业化拐点对应的人均 GDP 水平低于南非的非洲国家应该也存在“过

早去工业化”现象, 这似乎具有一概而论的嫌疑, 也无法进一步对非洲地区不同国

家或地区间“过早去工业化”进行异质性分析, 导致因农业基础、 资源禀赋、 技术

差异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造成的工业发展差异无法捕捉与观测。 因此, 有必要对传

统的识别方法进行改进, 本文分以下三步对非洲“过早去工业化”国家进行识别,
以突出非洲内部工业发展的异质性。

第一步, 考虑到非洲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对“去工业化”拐点的参照标准予以调

整。 由于“过早去工业化”是相对“正常去工业化”而言的, 而“正常去工业化”集中出

现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 因此根据发达经济体确定人均收入水平和份额峰值标准是传

统的判断标准。 例如 Andreoni 和 Tregenna(2021)基于全球 148 个国家将拐点人均收入

水平设定为 17
 

000 美元。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 非洲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欧美发达

经济体“去工业化”拐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 这个参照标准忽视了各个国家之间农

业基础、 资源禀赋、 技术差距以及市场需求等差异因素对工业发展的影响。 基于此标

准, 所有发展中国家似乎皆可视为“过早去工业化”国家, 也就意味着无法对发展中

国家内部的工业发展差异以及“过早去工业化”异质性展开分析, 也缺乏实际意义。
因此, Asyraf 等(2019)进一步将中等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峰值拐点人均收入水平设

为 14
 

000 美元, 制造业就业峰值设为 15%;
 

Felipe 等(2017)则将拐点对应的人均收入

水平设为 11
 

750 美元, 认为这是区分一个经济体是否为中等收入水平的上限, 同时

将工业增加值比重和工业就业比重定为 18%。 但即便是降低了标准, 对于非洲国

家来说仍然较高, 在近 50 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非洲仅有 4 个国家人均 GDP 水平

曾经达到 10
 

000 美元以上。 因此, 本文使用非洲样本计算和设定拐点标准, 主要

是考虑到非洲大陆的历史、 发展经历、 资源禀赋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他洲不

同, 但非洲内部各国之间却有较多的共同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非洲标准”,
更容易拟合非洲的工业发展实际。 本文借鉴 Rodrik(2016)和 Tregenna(2016)等的做

法, 使用工业发展倒 U 型的简化模型式(13)来识别拐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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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it =β0 +β1 lnyit +β2(lnyit) 2 +β3 lnpopit +β4(lnpopit) 2 +vit +εit
 (13)

式(13)中, shareit 为工业份额变量, 包括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和工业就业占

总就业比重两个指标, yit 为人均收入水平, popit 为人口数量, vit 为国家和时间固定

效应。 对式(13)中被解释变量工业份额求最大值, 可求得拐点处对应的人均 GDP

水平及工业份额。 通过回归可求得系数 β1 和 β2, 再利用
 

ln(y︿ ) = -β1 / 2β2 可求得拐

点处人均 GDP 水平。 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的非洲面板数据①, 可计算工业增加值

和工业就业份额拐点处对应的人均 GDP 分别为 4
 

042. 793 美元和 2
 

584. 833 美元。
可以发现, 使用非洲样本计算的拐点对应人均 GDP 水平要远低于使用发达国家样

本或全球样本计算的标准。 这是由非洲大陆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也印证了使用

“非洲标准”来识别非洲“过早去工业化”国家的必要性和实际意义。 通过筛选, 共

有 44 个非洲国家满足工业增加值份额“过早去工业化”条件, 共有 26 个非洲国家

满足工业就业份额“过早去工业化”条件。
第二步, 借鉴 Tregenna(2009)的做法, 同时采用工业就业和工业增加值份额双

重标准进行判断。 Tregenna(2009)指出, 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过程更多是通过产出

而非就业来运作的, 并且工业增加值份额体现了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工业

增加值份额的下降不仅意味着工业衰退, 也预示着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

弱, 因此传统方法中仅考察工业就业份额是否下降来判断是否出现“去工业化”可

能存在结果偏颇。 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就业两类指标在总体趋势上虽具有一致性, 但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不仅源于变量自身的经济性质, 也来自数据的非均衡

性。 因此, 为了减少识别误差, 本文采用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就业双重标准对非洲

“过早去工业化”进行识别。 需要注意的是, 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 年全球经济陷

入低迷, 非洲经济受影响很大。 因此, 综合考虑疫情等因素, 本文通过进一步筛

选, 满足双重“过早去工业化”条件的非洲国家共计 22 个。
第三步, 对识别出的“过早去工业化”国家进行排除检验处理。 基于非洲撒哈

拉南北区域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较大区别的事实, 本文充分考虑工业发展区域

异质性, 进一步修正拐点位置, 使得识别结果更加准确。 基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样本, 将工业增加值份额峰值对应的人均 GDP 修正为 4
 

022. 776 美元, 将工业就

业份额峰值对应的人均 GDP 修正为 1
 

641. 507 美元。 基于此标准, 需要在 22 个国

家中将科特迪瓦、 斯威士兰以及津巴布韦三个国家剔除出去。 此外, 根据“过早去

工业化”定义, 如果一个经济体满足“过早去工业化”条件, 但其工业增加值份额和

工业就业份额在近些年总体上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就不能排除这些经济体工业或制

造业在未来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也就不能简单地将这些经济体定义为“过早去工业

化”国家。 同时, 经济周期波动可能会导致工业份额上升或下降, 进而影响“过早

去工业化”的识别。 对此, 本文考察非洲国家近 20 年的工业发展趋势, 发现莱索

托、 苏丹、 南苏丹、 科摩罗、 赞比亚和多哥 6 个国家工业增加值份额和工业就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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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而将这 6 个国家排除在“过早去工业化”国家之

外,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周期对识别结果产生的影响。
最终, 基于“三步法”识别出贝宁、 布隆迪、 乍得、 中非共和国、 厄立特里亚、

冈比亚、 几内亚比绍、 肯尼亚、 马拉维、 马里、 毛里塔尼亚、 尼日尔和尼日利亚

13 个非洲“过早去工业化”国家。 “过早去工业化”国家的识别为衡量非洲“过早去

工业化”提供了指标依据。 本文构建了二值变量对非洲“过早去工业化”进行测度,
将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非洲国家设置为“1”, 其他国家设置为“0”, 同时考虑非

洲国家进入“过早去工业化”的不同时间, 最终搭建了国家和年份共同决定的面板

型非洲“过早去工业化”指标。 “过早去工业化”指标在计算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均

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中非贸易与投资指标

本文使用对非进出口总额对中非贸易进行测度, 主要是因为: 一方面, 代表性

消费者的效用提升来源于两个国家双边贸易和产品种类增加, 使用进出口总额更能

综合地反映这一理论机制; 另一方面, 在中非贸易实践中, 中国向非洲出口大量工

业制成品和进口初级能源产品, 两者均对中国和非洲的工业发展有重要影响。 此

外, 相对于中国对非进出口总额, 中国对非出口似乎存在差别效应, 例如中国对非

出口工业制成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非洲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 进而

不利于其工业发展。 为了体现这一差别效应,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引入中国对非出口

指标。 在测度中国对非投资方面, 本文采用中国对非投资存量指标。 相较流量指

标, 存量指标减小了方差波动且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同时能够避免数据缺失和数据

异常的影响。 从研究主题来看, 投资存量更能反映中国对非投资对非洲“过早去工

业化”的影响。 贸易和投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①。
(三)控制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控制变量如下: (1)非洲国家 15 ~ 64 岁总人口(Population), 人口增

长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撑, 同时人口基数还决定了工业制成品的市场需

求; (2)非洲国家家庭最终消费支出(Final-con), 家庭消费是工业产品的主要释放

渠道, 对工业制成品需求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3)通胀水平( Inflation), 以

东道国 GDP 为基础进行计算; (4)自然资源租金占 GDP 比重(Resource), 自然资源

能够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和能源供给, 是驱动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5)非洲国

家农业增加值(GDP_agri), 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 农业发展程度直接影响是否

能够出现劳动力盈余和劳动力转移。 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所有

变量在分析过程中均进行标准化和上下 1%缩尾处理。 考虑到变量处理过程中的数

据平衡性问题, 本文研究样本为 2000 年至 2020 年非洲 54 个国家面板数据。 主要

变量描述统计信息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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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reindus 非洲“过早去工业化”指标 841 　 0. 18 　 　 0. 39 0. 00 　 　 1. 00

Trade_all 对非进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841 2
 

563. 20 6
 

411. 57 0. 30 65
 

219. 21

Trade_ex 中国对非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841 1
 

304. 41 2
 

553. 54 0. 29 16
 

830. 78

FDI 中国对非投资存量(百万美元) 841 387. 30 824. 84 0. 01 7
 

472. 77

Population 非洲国家 15 ~ 64 岁总人口(百万人) 841 12. 05 16. 44 0. 05 107. 65

Final_con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亿美元) 841 601. 44 1
 

337. 99 2. 98 10
 

744. 20

Inflation 通胀水平(GDP 计算,%) 841 11. 22 91. 52 -26. 70 2
 

630. 12

Resource 自然资源租金比重(%) 841 11. 23 10. 99 0. 00 58. 65

GDP_agri 农业增加值(亿美元) 841 62. 86 133. 50 0. 24 1
 

130. 69

注: 数据由作者整理所得, 保留两位小数。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当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时, 常规线性面板模型也称为线性概率模型。 然而,
被解释变量的二值属性会导致线性概率模型存在估计不一致、 异方差, 以及被解释

变量预测值出现 0 和 1 之外的情形。 鉴于这些缺点, 通常在分析二值被解释变量

时, 只将线性概率模型作为一个粗略的参考, 而使用更为精确的二值选择模型进行

分析。 对此, 本文基于逻辑分布构建 Logit 模型, 首先设定潜变量函数如下:
Preindus∗

it =α1X it +α2K it +ui +εit (14)
从而个体选择规则为:

Preindusit =
1　 Preindus∗

it > 0

　 0　 Preindus∗
it ≤ 0　{ (15)

给定 X it 、 K it 和 α , 同时 εit 服从逻辑分布, 则有:
P(Preindusit = 1 | X it, K it, α, ui) = P(Preindus∗

it > 0 | X it, K it, α, ui) =
　 　 　 　 　 　 F(α1X it +α2K it +ui) =∧ (α1X it +α2K it +ui) (16)
式(16)中, P(Preindusit = 1 | X it, K it, α, ui)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在给定参数

下非洲国家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概率, X it 为核心解释变量, 贸易指标包括中国

对非进出口总额( Trade_ all )和对非出口额( Trade_ ex ), 投资指标为中国对非投

资存量( FDI ), K it 为控制变量, α1 为所关注的估计系数。 对此非线性概率模型采

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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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为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列(1)和列(2)显示, Trade_ all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 表明中国对非贸易显著降低了非洲国家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概率, 意味着

中国对非贸易能够缓解非洲国家“过早去工业化”问题, 促进东道国工业发展。 需

要注意的是, Trade_ ex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即中国对非出口呈现出相反特征, 中

国对非出口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 而国际贸易进一步强化了分工合作, 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非洲国家工业发展的内在动机与积极性。 不过从中国对非进出口总额来

看, 中国对非贸易仍呈现出显著的缓解非洲国家“过早去工业化”效应。 列(3)和

列(4)展示了中国对非投资产生的影响, 对非投资同样降低了非洲国家出现“过早

去工业化”的概率, 进而实现了缓解“过早去工业化”和促进工业发展的效应。 表 2
结果验证了假说 1 和假说 2。

表 2　 基准回归

项目 (1) (2) (3) (4)

Trade_ all

Trade_ ex

FDI

Population

Final_ con

Inflation

Resource

GDP_ agri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LR 卡方统计量

观测值

-19. 667∗∗∗ -5. 737∗

(5. 951) (2. 941) — —

8. 742∗∗∗ 8. 887∗∗

(2. 765) (3. 892) — —

-2. 265∗∗∗ -7. 265∗∗∗

— — (0. 798) (2. 666)
6. 185∗∗∗ 5. 576∗∗∗

— (1. 408) — (2. 090)
-5. 996∗∗ -4. 354∗∗∗

— (2. 699) — (1. 589)
-17. 985∗∗ -23. 318∗

— (8. 179) — (12. 463)
-2. 042 -3. 130

— (1. 285) — (2. 189)
-2. 728∗ 0. 063

— (1. 619) — (1. 182)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743. 82∗∗∗ 395. 40∗∗∗ 776. 71∗∗∗ 414. 64∗∗∗

1
 

123 583 1
 

092 596

注: 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和∗∗∗分别代表估计数值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Logit
模型没有控制国家固定效应, 原因在于个体固定效应可能会扰乱系数估计的准确性(Katz, 2001), 并且固定
效应使得本文样本量减少, 迭代无法收敛和分析; 篇幅所限, 后续表格省略了控制变量与常数项结果。 下
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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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t 模型可以进一步计算几率比(Odds
 

Ratio), 以体现“过早去工业化”概率的

相对比。 记 p = P(Preindusit = 1 | X it, K it, α, ui) , 即发生“过早去工业化”的概率,
则 1 - p = P(Preindusit = 0 | X it, K it, α, ui) , 即不发生“过早去工业化”的概率, 二

者之比的对数形式表示为:

ln p
1 - p( ) =α1X it +α2K it +ui +εit

 (17)

表 3 列(1)和列(2)报告了 Logit 模型几率比结果, 结果显示, 对非贸易和对非

投资的几率比小于 1, 即对非贸易和对非投资使得非洲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概率

小于非“过早去工业化”的概率, 而对非出口仍呈现相反特征。 Logit 模型几率比的

结果与基准模型是一致的, 即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能够缓解非洲“过早去工业化”
现象, 进而推动工业发展, 而对非出口则增加其“过早去工业化”概率, 进一步验

证了假说 1 和假说 2。 表 3 列(3)至列(6)分别呈现了均值边际效应和均值弹性的分

析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 边际效应和弹性的显著性与系数或几率比的显著性不存在

对应关系, 因为二者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假设前提。 边际效应和弹性通常是所有估计

参数和解释变量的典型非线性函数, 即使某个系数或几率比具有“统计显著性”,
也不能保证与该系数相关的边际效应和弹性具有“统计显著性”, 分析边际效应和

弹性重点关注估计系数符号即可。 表 3 显示, 中国对非贸易和对非投资对“过早去

工业化”存在负向的边际效用和弹性, 对非出口则相反。 这与基准模型结果一致,
即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确实存在显著的缓解非洲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和促进东道

国工业发展的效应。

表 3　 几率比、 边际效应与弹性分析

项目
Odds

 

Ratio 均值边际效应 均值弹性

(1) (2) (3) (4) (5) (6)

Trade_ all

Trade_ ex

FDI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LR 卡方统计量

观测值

　 　 　 0. 003∗ -0. 053 -0. 041
(0. 010) — (0. 102) — (0. 075) —

7
 

234. 322∗∗ 0. 082 0. 075
(28

 

153. 340) — (0. 163) — (0. 141) —

　 0. 001∗∗∗ -0. 133 -0. 029
— (0. 002) — (0. 465) — (0. 106)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95. 40∗∗∗ 414. 64∗∗∗ — — — —

583 596 583 596 583 596

注: 几率比的显著性判断与系数不同, 与括号内标准误大小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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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 使用线性概率模型( LPM)。
尽管线性概率模型可能存在估计不一致和异方差等问题, 但仍可作为一种粗略的参

考。 第二, 调整分布函数设定。 二值选择模型可以设定不同的分布假设, 例如基于

0 均值、 1 方差正态分布的 Probit 模型。 因此, 本文将分布函数修改为正态分布,
使用 Probit 模型分析中国对非贸易与对非投资是否能够缓解非洲“过早去工业化”。
第三, 调整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非洲国家工业增加值来替代“过早去工业化”指

标, 进而构建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中国对非贸易与对非投资能够缓解非洲

“过早去工业化”, 对其工业发展产生积极效应。 表 4 结果表明, 在使用 LPM 模型

和 Probit 模型后, 中国对非贸易和对非投资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 与基准回归

结果保持一致。 列(5)和列(6)呈现了中国对非贸易与对非投资对非洲国家工业

增加值的估计结果,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中国对非贸易和对非投资显著促进

了非洲国家工业发展。 这与 Logit 模型、 LPM 模型和 Probit 模型中国对非贸易与

对非投资能够缓解非洲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结论是一致的, 能够验证基准结果

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

项目
LPM 模型 Probit 模型 调整变量后的面板模型

(1) (2) (3) (4) (5) (6)

Trade_ all

FDI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R2

LR 卡方统计量

观测值

-0. 035∗ -55. 471∗∗∗ 0. 058∗∗∗

(0. 018) — (15. 552) — (0. 014) —

-0. 028∗∗ -7. 827∗∗ 0. 010∗∗
— (0. 012) — (3. 320) — (0. 005)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 140 0. 141 — — 0. 745 0. 733

— — 334. 88∗∗∗ 386. 47∗∗∗ — —

583 596 525 569 566 579

(三)内生性处理

通过贸易和投资深化中非经贸关系, 能够缓解非洲国家“过早去工业化”, 促

进东道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对

非投资与产品贸易。 因此, 对非贸易和投资可能与“过早去工业化”存在反向因果

关系, 进而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但常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并不适用于二值选择

模型, 并且 Logit 模型目前尚无特定的内生性处理方法。 本文基于 Grang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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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Guhl(2019)的做法, 借鉴 Probit 模型内生性处理方法, 采用两阶段最大

似然估计对内生性进行处理。 在工具变量方面, 借鉴 Dreher 等(2021)的做法, 在

贸易模型中使用对非进出口总额的滞后一期与中国与非洲国家首都距离的交乘项作

为工具变量, 距离变量具有较好的外生性, 是双边贸易流量的核心影响因素; 在投

资模型中使用对非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与中国外汇储备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 中

非资本流动与外汇储备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但对非投资仅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一部

分, 使得外汇储备作为工具变量具有良好的外生性。 表 5 列(1)和列(2)为第一阶

段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表明其与对非贸易和对非投资具有密切

的关系。 列(3)和列(4)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对非贸易和对非投资的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负, 即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降低了非洲国家“过早去工业化”概率, 能够缓

解非洲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1 和假说 2。

表 5　 内生性检验

项目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1) (2) (3) (4)

Trade_ all FDI P(Preindusit = 1) P(Preindusit = 1)

L. Trade_ all × Dis

L. FDI × forex

Trade_ all

FDI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Wald 卡方统计量

观测值

　 -0. 000∗∗∗

(0. 000) — — —

1. 080∗∗∗
— (0. 018) — —

-2. 004∗
— — (1. 114) —

-0. 501∗∗∗
— — — (0. 177)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78. 18∗∗∗ 58. 59∗∗∗ 78. 18∗∗∗ 58. 59∗∗∗

513 551 518 551

四、 扩展分析

(一)境外经贸合作区异质性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非洲国家强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而中非境

外经贸合作区为促进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 加速产业转移和产能输出发挥着重要作

用(郭树华等, 2020)。 本文基于非洲国家是否拥有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展开异质

性分析, 分析结果见表 6。 结果显示, 对非贸易和投资能够显著缓解拥有境外经贸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5 年第 2 期



- 97　　　 -

合作区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但对未拥有境外经贸合作区国家的缓解效应

则不显著。 这是因为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深化中非经贸关系的重要载体, 一方面, 境

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标志着中非双方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合作、 遵循与推广方面

实现了新的突破, 有助于提升与东道国的贸易战略定位, 同时境外经贸合作区在贸

易关税、 产品补贴、 交通运输、 人力资源以及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能够

吸引更多的国际产品周转和贸易往来(李喆等, 2022); 另一方面, 境外经贸合作

区的建立需要大量投资, 用于房屋修建、 劳工雇佣、 水电通信以及交通运输等基础

设施建设, 带动了中非双方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谢心荻等, 2024)。 此外,
境外经贸合作区不仅享有东道国政府的金融支持和财税补贴, 还是信息咨询、 市场

开拓、 合作交流、 人才培养以及项目对接的集散地, 能够对外资进入和产业集群产

生强大的虹吸效应, 从而促进中国国内企业“抱团出海”和对非投资。 因此, 中国

对非贸易和对非投资, 能够推动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国家产业发展与发挥规模经济效

应, 缓解东道国“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助力其工业发展。

表 6　 境外经贸合作区异质性

项目
境外经贸合作区国家 非境外经贸合作区国家

(1) (2) (3) (4)

Trade_ all

FDI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LR 卡方统计量

观测值

-5. 264∗ 0. 563
(2. 957) — (0. 528) —

-4. 962∗∗ -2. 423
— (2. 166) — (2. 560)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92. 63∗∗∗ 79. 10∗∗∗ 441. 17∗∗∗ 509. 77∗∗∗

154 153 776 596

(二)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非洲大陆国家众多, 且不同国家间发展差距较大, 深化中非经贸关系, 对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缓解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化。 对此, 本文基于

非洲国家人均 GDP 中位数, 将研究样本分为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低经济发展水平两

类, 表 7 是对非贸易和对非投资对两类样本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估计结果。 结

果显示, 强化对非贸易与投资显著缓解了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
现象, 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则不显著。 这主要是因为“过早去工业化”的核心表

征之一就是“去工业化”现象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出现, 东道国无法实现劳动力和

产业结构的跃升配置, 意味着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过早去工业化”问题更加显著

和严重, 并且仅靠东道国自身无力逆转现状, 进而为对非贸易和对非投资发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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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去工业化”缓解效应提供了空间。 相较之下, 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现“过早去

工业化”的概率较低, 其自身能够凭借较好的经济基础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优

化产业配置等渠道缓解和应对“过早去工业化”问题,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非贸易

与投资产生的“过早去工业化”缓解效果。 概而述之, 深化中非经贸关系能够更好

地缓解非洲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问题, 助力东道国工业发展。
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深化中非贸易往来和投资合作具有良好的“益贫性”特征, 对于

促进欠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和缩小非洲国家间发展差距具有积极意义。

表 7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项目
高经济发展水平 低经济发展水平

(1) (2) (3) (4)

Trade_ all

FDI

控制变量

国家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LR 卡方统计量

观测值

-1. 132 -125. 134∗

(2. 606) — (66. 037) —

-1. 765 -18. 792∗∗∗
— (1. 473) — (5. 576)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186. 82∗∗∗ 319. 89∗∗∗ 110. 43∗∗∗ 238. 12∗∗∗

379 576 212 313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过早去工业化”已成为部分非洲国家面临的发展难题, 如何破局和跳出“过早

去工业化”陷阱, 对其实现就业扩张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本文基于贸易与投资视

角, 探讨深化中非经贸关系能否缓解非洲“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为非洲国家解决

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得

出, 中国对非贸易能够提高非洲工业和非工业的行业生产效率, 并丰富商品种类和

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进而改善消费者福利, 潜在地促进非洲工业发展; 中国对非投

资在最大化要素收益条件下会优先支持东道国工业发展, 提供资金支持, 为非洲工

业建设和经济增长增加动力。 第二, 通过“三步法”识别非洲“过早去工业化”国家

并构建“过早去工业化”指标, 基于 Logit 模型实证检验得出, 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

能显著地缓解非洲“过早去工业化”和促进非洲工业发展, 这与理论分析和预测是

一致的。 第三, 扩展分析发现,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对深化中非经贸关系具有积极

作用, 对非贸易和对非投资能够显著缓解拥有境外经贸合作区国家的“过早去工业

化”现象, 同时深化中非经贸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非洲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工业

发展与经济增长, 具有良好的“益贫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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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预示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新一轮更迭。 在新一轮

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中, 中国是最主要的产业转移国, 非洲是最典型的产业承接

国, 这为中非深化产业联系和经贸关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对于正在经历“过早去

工业化”的非洲国家, 通过加强贸易、 引进资本以及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方式

积极承接中国制造业和工业产业转移, 不仅能够快速引入和建立本国工业体系,
填补国内工业发展空白, 缓解自身的“过早去工业化” 现象, 进而为解决失业和

经济增长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更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和参与国际产业链, 提高自

身工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影响力。 同时, 中国当前面临优势产能输出的迫

切压力, 而通过贸易、 投资、 经贸合作区建设等渠道深化中非经贸关系和实现产

业接转, 一方面能够直接释放更多生产要素和实现资源再配置, 为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要素支持和需求空间; 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占据主

导地位, 形成中国主导的国际产业链, 对于打破西方国家封锁和制裁, 应对全球

风险和不确定性, 以及提高综合国力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持久和深远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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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Deepening
 

China-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Ease
 

Africa􀆳s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

 

Based
 

on
 

a
 

Trade
 

and
 

Investment
 

Perspective

GUO
 

Hao, LI
 

Rongli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African
 

countries
 

can
 

cope
 

with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by
 

deepe-
ning

 

China-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ased
 

on
 

the
 

extended
 

Krugman
 

model,
 

this
 

paper
 

demonstrated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rade,
 

investment
 

and
 

industri-
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industry
 

trade,
 

and
 

empirically
 

tested
 

it
 

with
 

the
 

in-
dicator

 

of
 

“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frican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frica
 

can
 

alleviate
 

the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frican
 

countries
 

and
 

promote
 

thei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frica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premature
 

deindus-
trialization”

 

of
 

countries
 

with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but
 

also
 

bet-
ter

 

promote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African
 

countries
 

with
 

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at
 

is,
 

it
 

has
 

a
 

good
 

“ poverty
 

benefit”
 

effec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Afri-
can

 

countries
 

as
 

well
 

as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capacity
 

export
 

to
 

Africa.
Keywords:

  

“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China -Africa
 

Trade;
 

Overseas
 

Eco-
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Logit
 

Model
(责任编辑　 祝子白　 武　 齐)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5 年第 2 期 国际贸易




